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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受益人指定不明之解释
———评《保险法司法解释( 三) 》第 9 条第 2 款的妥适性

樊启荣 张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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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险法司法解释( 三) 》第 9 条第 2 款对受益人指定不明的三种情形作出了相应解释，
然其解释是否妥适则须进一步斟酌。在我国保险金遗产化的立法背景下，将“法定”的情形解释为
“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实易造成法律逻辑上的混乱，故倘若释清保险金遗产化的疑义，宜解
释为未指定受益人或指定受益人不明; 对受益人仅指定身份关系的，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同一

主体为标准而区分处理即非妥当，宜解释为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

而无庸区分处理; 而对受益人的指定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的，认为未指定受益人亦非恰当，宜解释为

以指定的姓名确定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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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受益人制度，原系因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死亡，无法亲自领取保险金，为尊重

其此项死亡给付的处置意愿，而特别创设的制度。①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契约当事人可约定将保险契约上将

来可能发生的保险赔偿请求权让与受益人，则此受益人据此而成为惟一具有受领保险金权利之人。②故受

益人是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所指定，并载于保险契约之中。我国《保险法》第 18 条第 1 款规定，保险契约应

载明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然保险实务中，大量的保险契约未必严格依循保险法的规定，加之被保

险人或投保人对指定受益人的法律效果，以及受益人与继承人之区隔不甚知晓，而保险人又未给予恰当引

导，故常于“受益人”一栏处填写“法定”、“法定继承人”或“法定受益人”等字样，继而引发争端。另一方面，

法律虽未对受益人的资格有明确限制，但实务中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常指定与其有利害关系之人为受益人，故

常在保险契约中仅载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然时过境迁，身份关系亦常发生改变，常有保险契约

订立时与保险事故发生时，据身份关系所确定的受益人不相一致的情形; 又或者，依《保险法》第 18 条第 1

款的规定在保险契约中载明受益人的姓名外，亦指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而后却因身份关系改变

导致指定受益人的姓名与身份关系不相一致的情形。

为杜绝争议，2015 年 11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保险法司法解释( 三) 》(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 三) 》) ，其中第 9 条第 2 款对以上受益人指定不明的情形作出了相应解释，亦进一步明确我国《保险法》第
42 条第 1 款的适用界限，但其解释是否恰当则有待于进一步斟酌。首先，在解释用语上，受益人当为“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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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约定”。因为“约定”是契约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但受益人的决定应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一方的意思表
示为之，并非以契约约定，应当属于形成权，故本文皆称为“指定”。其次，在对受益人指定的具体情形进行
解释时，比如，当受益人指定为“法定”是否可等同于“法定继承人”，既而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
人? 又如，当受益人仅指定身份关系，或者受益人的指定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

发生变化，又当如何解释才更加妥当。是故，本文拟以《司法解释( 三) 》第 9 条第 2 款为出发点，结合受益人
制度的相关法理，兼顾其它国内外法律规范，探讨指定受益人不明时的法律解释问题，以期对未来相关法律

规范的完善有所助益，亦为保险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参酌。

二、受益人的指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

( 一) 受益人与继承人的交错

保险法上的受益人，是基于立法上为死亡保险所特别设计的身份，多为被保险人身故后享有保险金请求

权之人，因其可谓是纯粹仅享有权利而未负义务，故其与被保险人往往具有亲属关系或其它利害关系。在这
一点上，受益人与继承人在制度上具有相似性，在实践中受益人亦常在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中进行指定。

然继承人所享有的继承权，从其本质来看乃继受的财产权，自被继承人处继受而来; 而保险受益人所取得的

受益权，乃受益人基于保险契约而得行使的权利，其权利的本质是本于契约而发生，是“固有的”而非“继受
的”，因此受益人纵然实际上为死亡保险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

险金，是受益人基于保险契约而取得的权利，而非受益人基于继承权而取得的遗产。③所以受益人与继承人

虽在身份上互有交错，但所享有的权利性质有根本上的区别。

进言之，保险受益人所请求的保险金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有所不同，而我国《保险法》第 42 条第 1 款
却规定在未指定受益人等情形下将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台湾保险法》第 113 条亦作了类似规定，
《澳门商法典》第 1046 条规定在无法确定受益人的情形下将保险金转变为被保险人的财产，此亦体现了将
保险金遗产化的立法倾向。但若从法理以及两制度的功能加以考察，便能发现此立法存在的问题。一方面，

据我国《继承法》第 3 条的规定，遗产乃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合法财产，换言之，遗产乃被继承人死亡时
既已存在的财产; 而身故保险金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其产生的前提，即被保险人死亡发生后，方有可能产生

身故保险金。④由此可知两者从法律逻辑上而言不可等同。另一方面，身故保险金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

遗属，使其不至于因为被保险人死亡而突遭经济上的减损，但遗产分配除保障被继承人与继承人利益外，还

需考量债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故而遗产应受债权人追偿并应缴纳遗产税。并且，我国亦并未有
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1923 条有关人寿保险金不得被追诉的规定，倘若将保险金遗产化显然不利于保险金
自身功能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这一立法背景下，受益人与继承人、保险金与遗产的界限变得模糊，

从而加深保险理论与实务的困惑。
( 二) 对“法定”解释的非逻辑性
保险实务中，投保人、被保险人甚或保险人均未必充分了解受益人与继承人本质上的区别，故订立保险

契约时，常有于“受益人”一栏处填写“法定”、“法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等字样，保险当事人自以为既
然填写“法定”等，权益归属就不会有所争议，亦能使得保险金的给付在受益人之间得到较好权衡，实则反而
造成司法中的困惑。而争议的问题即在于这些概念是否足够明确，能否据此确定受益人的范围。相较而言，

① 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台北: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第 87 － 88 页。

②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6 页。

③ 刘宗荣:《保险法》，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第 61 页。

④ 李建亭:《保险法应引入“法定受益人”制度———谈〈保险法〉第 64 条的修改》，《中国保险》200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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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继承人”的概念是相对明确的，借助《继承法》并结合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形即可明确所指称的对象，
《司法解释( 三) 》亦对此作出了相应解释，即“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故若指定以“法定

继承人”为受益人时，即属有指定受益人的保险契约，应由“法定继承人”基于受益人的地位取得保险金
给付请求权，①并可结合《司法解释( 三) 》第 12 条进一步明确受益顺序与受益份额。而亦将“法定”与
“法定继承人”作等同解释则有待商榷，从理论上而言，“法定”即是依法律规定，然出现于保险契约中的
“法定”缘何不是指以保险法的规定而是指以继承法的规定，又是如何进一步解释成法定继承人? 进言

之，我国保险法并无法定受益人一说，故“法定”与“法定受益人”乃不明确的概念，均无法据此确定受益

人，所以强行将“法定”解释成“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实存在法律逻辑上的混乱。不妨在此处与
发布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的《司法解释( 三) (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作一对比，《征

求意见稿》认为将受益人约定为“法定”的“视为未指定受益人”于法理上而言更加妥当，况且早在
200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 就采纳了

此种观点。又言之，现行的和有效的( 被实施的) 法能够形成法律意识，它使得在法的有效期内对法的

遵守成为对法的确信或曰法信托。② 法律所具有这种规范性指引作用，旨在鼓励或防止某种行为。
《司法解释( 三) 》对“法定”作此解释是对此种指定受益人方式的肯认，即将在某种程度上助长这种不

规范的指定方式。

但不得不提及的是，《司法解释( 三) 》作此解释的初衷是为了遵循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因为倘若解释

成“未指定受益人”，则须援引《保险法》第 42 条第 1 款将保险金作为遗产，并优先清偿被保险人的债务，而
难以实现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的功能。然尚存争议的是，保险法将保险金遗产化的立法本身即并非妥当，③故

首先即应释清保险金遗产化的疑义。其实，借鉴日本保险法上法定受益人制度实可解决此一问题，日本保险

实务中常在保险契约中约定，在未指定受益人的情形下，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给付死亡保险金，

此时实是将死亡保险金作为继承人的固有财产而非遗产。④ 是故，在未来我国保险立法将保险金去遗产化

的背景下，则利于对受益人指定不明的情形作更为恰当的解释。

三、受益人仅指定为身份关系

受益人仅指定为身份关系，即仅在保险契约的“受益人”一栏中记载一些身份关系的名词，如“丈夫”、

“子女”或“配偶”等，不少国家或地区在立法上均予以认可。如我国《澳门商法典》第 1034 条即规定受益人

的指定可以概括或间接方式为之，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1920 条规定受益人可为一般性确定方式。毕竟，

人身保险乃一时间性保险，⑤通常具有长期性，这种指定方式更有利于因时间的推移，当保险契约中各关系

人的身份关系发生变化时，更加妥善地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以实现保障被保险人的保险初衷。所以尽管

受益人仅指定为身份关系，有违我国《保险法》第 18 条第 1 款的规定而带来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种指定方
式的优越性，即并未导致保险契约的无效或指定的无效，但须对这种指定方式如何确定受益人进行解释。

( 一) 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为确定受益人范围的时点

当受益人仅指定为身份关系时，最大争议即在于究竟应以保险契约订立时抑或是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为

确定受益人范围的时间点。诚然，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均有其合理之处，但相较而言，以保险事故发生
时为确定时点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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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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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叶启洲:《受益权与继承权之区别、权利比例与保全代位》，《月旦法学教室》2013 年 11 月，总第 133 卷。
［德］魏德士: 《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3 年，第 43 页。
参见尹中安，赵心泽:《保险金遗产化或非遗产化之立法选择》，《保险研究》2010 年第 8 期。
参见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析》，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2 年，第 52 － 53 页。
［美］侯百纳:《人寿保险经济学》，孟朝霞译，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年，第 7 页。



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为确定受益人范围的时点，是从人寿保险契约缔约目的出发，也是对被保险人意思自

治的尊重。人寿保险主要目的有二个: 一为保障因被保险人死亡所致家庭损失的补偿，使其家属可获得一定

收入，以维持生活及偿付债务之需; 二为储蓄资金，以备自己将来生活之需。前者称为保障需要，后者称为储

蓄需要。① 故身故保险金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家属在其死亡后的经济需要，减轻因被保险人的死亡而产

生对其家属的不利影响。是以指定“配偶、丈夫或妻子”为受益人，被保险人离婚后又再婚的，应以保险事故

发生时确定受益人的范围，因为此时的“前妻”、“前夫”非属被保险人的遗属，不应得到优先保障。正如梁宇

贤所说，“指定之时，有该特定身份或关系，但保险事故发生时，已丧失该身份或关系者，则非受益人; 倘指定

之时，本无该身份或关系之人，但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具备该身份或关系者，为受益人，得请求保险金之给

付。”②所以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险人死亡后，被保险人的遗属不因被保险人死亡而丧失生活依

靠，从而人寿保险事故发生后，其保险金应归属于被保险人的遗属。另外，基于契约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应尊

重契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实践中除少许因被保险人疏忽外，对受益人为身份关系的指定本身即可表

示被保险人已将未来身份关系的变动考虑在内。因为被保险人若有意在保险契约订立时即决定受益人为

何，直接注明受益人的姓名即可，何必以身份关系的指定方式为之。从而推测被保险人的真意，其可能将保

险事故发生时的情状列入考量当中，故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为确定受益人范围的时点。同时，《澳门商法

典》第 1038 条亦作了类似规定，即指定被保险人的配偶为受益人的，则将被保险人死亡时作为其配偶之人为

受益人。

而主张以保险契约订立时为确定受益人的时点，其理由主要在于，受益人的受益权，来自( 被保险人或)

投保人于保险契约的指定，并非基于特定的身份或关系，故一经指定之后，纵然该特定的身份或关系消减，受

益人的权益不因之而受影响，保险事故发生时，仍得请求保险金额的给付。③ 如施文森所言，“受益人与被保

险人离婚并不当然导致受益权之丧失。即使离婚系由于受益人之过失或行为不检所致成，或受益人于离婚

后业已再婚，或受益人同时为投保人，其受益权并不因此受有影响。”④换言之，该观点认为受益人的权利与

地位乃缘于保险契约而非家庭婚姻关系，故纵使家庭婚姻关系已不存在，保险契约订立时的受益人仍可依保

险契约而享有受益权。但是，虽然受益人的权利乃保险契约的赋予，然特定身份关系乃指定保险受益人的原

因，属原因关系。契约法上原因关系的变动仅影响契约双方当事人，虽保险契约当事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

然关于受益人的指定乃存在于被保险人与受益人间，通知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情事乃对抗要件。⑤ 此即为

情势变更原则，故保险契约订立时指定的受益人若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发生变化，其对保险金的请求权亦

因身份丧失而失去合理性基础，而对于确与被保险人存在身份关系的主体，法律确认其受益人的资格与地位

显得更为合理。⑥

( 二) 区分处理的非妥当性

《司法解释( 三) 》对此问题则区分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即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时，以保

险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 而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时，则以保险契约订立

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对受益人予以确定。由此观之，作此区分处理的初衷乃试图兼顾投保人与被保险

人的利益。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此时并无利益冲突，仅考虑尊重被保险人( 投保人) 真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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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被保险人遗属即可。但倘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时，依此解释实则更加侧重于保护投保人的

利益，此则有违人寿保险的本质，并与现行保险法的立法倾向相违背。

首先，从人寿保险的本质来看，乃满足被保险人抽象性损害补偿的需要，而并非对投保人缴纳保险费

的利益回馈。考察《司法解释( 三) 》的立法理由，其认为投保人负有缴费义务( 可能还需要长期缴费) ，虽

然保险事故发生时，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已经改变，但仍在支付保险金，故应当公平综合考虑可能存

在利益诉求的投保人的利益以及保险契约订立时被保险人的意愿。① 因保险契约订立时的受益人往往是

投保人或与投保人关系密切之人，故依此解释，实可认为其采用的是“谁投保，谁受益”原则。然保险虽作

为一理财工具，有经济意义的面向，但尚有法律层面与社会意义的考量，尤其是对于受益人制度存在的死

亡保险，死亡保险的保险利益乃被保险人对其生命的完整性，而所谓损害即是保险利益之反面，因此死亡

保险乃填补被保险人因死亡造成其生命丧失而产生的抽象损害，换言之，满足被保险人的抽象性补偿需

要。② 故不能简单地将投保人等同于投资人，视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生命的保险契约仅为投资，并认为

保险金等同于投资收益而归投保人所有，而更需认识到此本即是为满足被保险人的需要，从而应从被保

险人的利益出发。其次，从现行保险法上来看，尽管投保人有权指定或变更受益人，但仍须得到被保险人

的同意，即已表明现行法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立法倾向。《司法解释( 三) 》认为保单权利也是一种财产

权，属于保险单所有人( 而非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拥有，保单所有人有权对其保单进行各种方式的处理。

而受益人指定权是保单财产权内容之一，它既是被保险人的权利，同时亦是保单持有人即投保人的权利，

故对于受益人的指定，不应只强调被保险人对保单人身方面的权利，还应强调出资购买人的权利。③ 但

正如我国《保险法》第 39 条、第 41 条所载明，尽管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均享有受益人的指定权与变更权，但

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需要经被保险人的同意，可见投保人的指定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受到一定

限制。故《司法解释( 三) 》在此一问题对投保人的倾向性保护实与现行保险法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立法

倾向相违背。最后，对投保人与保险契约订立时受益人的权益保护，不应与保险受益权相混淆。尽管投

保人以及保险契约订立时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往往都是曾经生活密切之人，但保险契约订立时的受益人

因身份关系的变化而丧失受益人的地位，此时与被保险人间因保险契约产生的关系非属保险契约的调整

对象，而属于一般契约法的调整对象。况且，《司法解释( 三) 》第 9 条第 2 款有一但书条款，“除投保人、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之外另有约定外”，可见立法已然为投保人及保险契约订立时的受益人留下了保护

空间。换言之，此等特定利益关系不必通过受益权而可通过诸如离婚协议、财产协议等加以实现。④ 是

故，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作倾向性保护是不妥当的，保险受益人范围的确定时点仍应以保险事故发生

时为宜，毋庸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为同一主体而作区分处理。

四、受益人的指定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

受益人的指定既包括姓名又包括身份关系的，姓名所指的对象是相对明确且固定的，而身份关系则可能

发生变化。承前述，对于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然受益人的指

定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的，身份关系的变化将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时姓名与身份关系不相一致的情形，此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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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究竟应以姓名抑或是以身份关系为主的问题，即应先考察指定身份关系的功能及其与指定姓名的主从

关系。
( 一) 指定身份关系的功能与地位

以身份关系的功能观之，在指定受益人姓名之外尚指定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乃在于确定受益人，而

非限定受益人的资格。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契约应载明受益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而保险实务之
保单常有在“受益人”一栏中，既包括受益人的姓名，还包括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然保险法既已将受
益人的指定权赋予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未对受益人资格有保险利益的要求，且与被保险人身份关系栏的填

写亦并非强制，纵未填写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亦不影响保险契约的成立，由此可知指定身份关系的作用

并非在于确认保险利益的存在。事实上，受益人的姓名与他人重复者，并非少见，故另行指定身份关系乃在
于特定受益人，而非限定受益人的资格。在保险实务中，除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身份关系外，还常记载身份
证号、性别、出生年月日等，实均具有确定受益人的辅助功能。

而由指定受益人的姓名与身份关系的地位观之，当以受益人姓名为主，身份关系为辅，此方符合保

险契约法的形式要求，并与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一致。因为一方面，保险契约应载明受益人姓
名是我国《保险法》的明确要求，无独有偶，《日本保险法》第 40 条亦规定生命保险保单中应记载保险
金受领人的姓名以及其他用以确定保险金受领人的必要事项。故受益人的姓名本即为身故保险契约
的必备事项，而其它事项均用于辅助确定受益人，是以当指定受益人的姓名与身份关系不相一致时，以

受益人的姓名为准，实符合契约法的形式要求。另一方面，在保险契约订立时，保险当事人既已将受益
人的姓名明确载于保险契约中，纵使亦载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但身份关系并非强制填写

事项，身份关系的填写与否往往取决于保单的设计有无此栏。此种确定方式既已明示何人为受益人，

则其所注重者，在于确定该何人，而不注重该何人的身份或关系。① 故依受益人的姓名即可推定此乃
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当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发生变化时，倘若被保险人因与受益人特

定身份关系的脱离而不愿再赋予其保险金请求权，实可行使对受益人的变更权以使其丧失受领保险金

的权利。故若被保险人未行使对受益人的变更权，亦可据此推定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以受益人的姓名
确定受益人亦符合被保险人内心的真实意愿。
( 二)“认为未指定受益人”的不恰当性
《司法解释( 三) 》规定，受益人的约定( 应为“指定”) 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的，倘若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
关系发生变化，则视为未指定受益人。由此可见，《司法解释( 三) 》认为在此情形下，指定身份关系的功能不
仅在于特定受益人，还在于限定受益人的资格，故受益人姓名与身份关系的地位同等重要，应全面考察。②

然实际上此种观点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载明受益人的姓名乃基于我国保险法的明确规定，而法律对受益人

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并无明确要求，实践中亦并非强制，故此观点缺乏法律依据与实践基础。从比较法上
来看，《台湾保险法》第 108 条规定，人寿保险契约应载明受益人姓名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或确定受益人的
方法。然尽管在此立法之下，尚有学说曾明确表示应采受益人姓名栏为主，与被保险人关系栏为辅的记载方
式，认为身份关系仅属加强说明的性质。③ 进言之，若据此法条而将约定身份关系的功能解释为限定受益人
的资格亦是受到批判的，因为对受益人资格的限制乃希冀借此控制道德风险，但此将有碍于被保险人处分保

险金的自由。两相权衡，在法律已有控制有关受益人道德风险规定的情形下，如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
将丧失受益权，考量被保险人得自由决定该笔保险金应给予其欲保障对象的自主决定权，实无必要设下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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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格的限制。① 其次，此举未充分考量被保险人的真意。其实，此种情形与仅指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身

份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倘若仅指定身份关系，保险契约中的身份关系就成为考察被保险人真意的唯一证据;

身份关系的脱离将导致受益权的丧失。而在受益人指定既包括姓名又包括身份关系的情形下，身份关系的

脱离则未必一定导致受益权的丧失，因为有时夫妻离婚亦不见得恩断义绝，倘若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未行使受

益人的变更权，实可推定保险契约所载姓名之人即为被保险人欲给付保险金请求权之人。另外，现行法下
“未指定受益人”的法律后果即是准据我国《保险法》第 42 条的规定而将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然此

举无疑未从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亦有违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的初衷，难以言之为恰当。实际上若严格依

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未来保单设计将会更加严格，仅指定身份关系的情形实为少数，但姓名与身份关系不

相一致的情形仍将会有不少存在，倘若依此规范都将保险金作为遗产，难逃债权人的追诉，则有碍保险金功

能的实现。

五、结 语

总言之，《司法解释( 三) 》对我国当前保险实务中受益人指定不明的三种情形作出了相应解释，然仔细

斟酌，其所采的观点则存在不少问题，须进一步完善。受益人指定为“法定”的，仍应遵循法律解释的逻辑

性，在未来我国保险金去遗产化的立法背景下，宜解释为指定不明或未指定受益人; 对受益人仅指定为身份

关系的，应从人寿保险的缔约目的出发，并尊重被保险人的真意，参酌国外立法，宜解释成据保险事故发生时

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且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冲突的情形下，宜明确被保险人乃保险契约

的中心，更多考量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毋庸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为同一人而作区分处理; 对受益人的指

定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的，基于指定身份关系乃在于辅助指定姓名以确定受益人，故应以指定的姓名为主要

考察对象，宜解释成以指定的姓名确定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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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anation on Unidentified Designation of Beneficiary in Insurance Contracts
—With comments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2nd Paragraph of
Article 9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Ⅲ on the Insurance Law

FAN Qirong，ZHANG Xiaomeng
( School of Law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Hubei Wuhan 430073)

Abstrac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Ⅲ on Insurance Law，of which the 2nd paragraph of Article 9 makes interpre-
tation on the three situations of unidentified designation of beneficiary，requires further consideration． Under the leg-
islative background of benefit － turned inheritance，interpreting“legal”as“heir at law according to Inheritance
Law”can easily cause logical confusion． The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no beneficiary designated or the
designated beneficiary cannot be identified”． When the beneficiary is designated by relationship，it’s not suitable to
distinguish them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whether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insured are the same subject． A
proper method is to identify the beneficiary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eficiary and the insured
when the insurance accident happens． When the beneficiary is designated by name and relationship，it’s not suit-
able to regard this situation as no beneficiary is designated． It should identify the beneficiary according to the desig-
nated name．
Key words: insurance beneficiary; legal heir; unidentified designation of beneficiary;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Ⅲ
on the Insuranc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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